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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自信地标榜“知行合
一”学说是“对病的药”。从“知行
合一”的提法就可以知道，它针对
的是“知行二分”问题。而“知行二
分”是个统称，具体可分为“外心
求理”“沉湎经书”以及“轻忽念
头”三种病症。

一、诊治“外心求理”

“外心求理”命题主张“理”在
“心”外的事物中，所以人们需要
到外在事物中探求这些“理”。这
种主张肯定经验是知识的来源，
但王阳明认为“圣人之所以为圣，
只是其心纯乎天理”，也就是说，
成就圣贤人格涉及的是社会的伦
理规范和原则，这些内容不同于
科学知识强调的事物的本质和规
律。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确实需要

“外心求理”，社会的伦理规范和
原则却不在“心”外，而是内在于

“良知”之中。比如，如果“孝亲之
理”在双亲身上，那么双亲去世
后，“孝亲之理”也会跟着消失。但
实际情况是，“孝亲之理”会伴随
人们一生：双亲活着的时候，人们
奉养双亲；双亲去世后，人们每年
都要祭祀双亲。所以，“孝亲之理”
不在双亲身上，而在“良知”之中。

“外心求理”认识不到“理”在“良
知”，当然无法做到“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对“外心求理”病
症的治疗，就是要求人们转变观
念，认识到“心外无理”，认识到

“良知”是仁、信、忠、孝等道德知
识的来源，根据它侍奉父母就是
孝，依循它为君主分忧解难就是
忠，遵照它真诚与朋友交往就是
信，奉行它关爱民众就是仁。

二、诊治“沉湎经书”

王阳明主张《六经》等儒家经
典是“良知”的文字化表达，“良
知”固有的各种道德知识是经书
实际要传达的内容。《六经》里《周
易》记载“良知”的阴阳消息变化
之道；《尚书》记载“良知”的纪纲
政事；《诗经》记载“良知”的歌咏
和性情；《礼记》记载“良知”的礼
节规范；《乐经》记载“良知”的欣
喜、平和状态；《春秋》记载“良知”
的诚伪邪正。总之，孔子整理出

《六经》是为了向世人大致展示出
“良知”的主要内容，希望人们能
够 借 此 体 认 并 践 行 自 己 的“ 良
知”。

但后世儒学衰微，人们已经
不能明白孔子整理《六经》的初
衷，而是错误地沉湎在经书之中
不能自拔。有些人希望凡事预先
立定一个格式、规矩，于是到经书
中寻找相关经验，将之贯彻为适
用于一切情况的准则。这是误判
了经书的作用，不明白经书只是
记载个大略，不可能穷尽所有的
情况和经验，“良知”才是让人能
够因时、因地灵活处世接物的智
慧源泉。还有些人把研读经书当
作追求功名利禄的手段，这些人

要么通过大量记诵经书内容赚取博
闻强记的虚名；要么通过经书学习
章绘句琢的文辞技能希望成为一代
文宗；要么通过熟读经书参加科举
做个一官半职以求光耀门楣。沉湎
经书的人，有的成了不谙世事的书
呆子，有的成了妙笔生花的大作家，
有的成了满腹经纶的大才子，有的
成了谋财害命的贪官污吏。无论如
何，在王阳明看来，沉湎经书的人总
归难以觉知到体认并践行“良知”，
才是研读经书的根本目的；难以觉
悟在此方向下再去锤炼文学技能，
再去谋求一官半职，再去积累处世
经验，才是“举本统末”的正道。

“知行合一”对“沉湎经书”病症
的治疗就是要求人们明白，经书从
本质上说是帮助人们体认内在“良
知”的媒介，觉悟“良知”并将经书上
的道理付诸行动才是对待经书的正
确态度。

三、诊治“轻忽念头”

王阳明在“四句教”中言：“有善
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良
知”纯善无恶，但当“良知”与外在事
物接触时，会产生有善有恶的意念，
幸运的是，“良知”能够觉知意念的
善恶。“轻忽念头”就是不理会“良
知”对意念善恶的觉知，不能及时克
倒恶念、笃定实行善念。

一是不能及时克倒恶念。不善
的念头不是不善的行为，基于这种

“知行二分”的认知，大部分人在恶
念发动的时候不会去禁止恶念，这
就是不能及时克倒恶念。二是不能
笃定地实行善念。善念即使没有付
诸行动也是善的，基于这种“知行二
分”的认知，大部分人常常停留在善
念的发动处止步不前，这就是不能
笃定地实行善念。

“知行合一”对“轻忽念头”病症
的治疗，就是要求人们必须具备“一
念发动即是行”的觉悟，这需要从恶
念、善念两个方面分别予以论述。对
于恶念，“一念发动处即是行”，是警
示人们必须将可能的恶等同于现实
的恶，必须及时彻根彻底地将恶念
克除净尽，不让一毫不善的念头潜
伏在心里，才能有效防止恶念转变
成恶行。对于善念，“一念发动处即
是行”，要从善念只是善行的开始，
而非善行的完成的角度来理解，而
未完成的善行则算不上真正的善
行，所以必须笃定地实行善念。另
外，“知行合一”的内涵之一是“真知
必能行”，“良知”对善念、恶念的觉
知无疑属于“真知”，所以“必能行”
的“良知”必然要求及时克除恶念，
笃定地实行善念，否则就谈不上“知
行合一”。

综上所述，“知行合一”学说，是
王阳明针对“外心求理”“沉湎经书”

“轻忽念头”三种“知行二分”问题开
出的药方，他既分析了三种“病症”
的具体表现，又分别给出了具体的

“治疗”措施，表现出鲜明的经世致
用倾向，为世人反思、解决人生和社
会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
源。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文化
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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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在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
“良知”这一概念，他说：“人之所
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
知者，其良知也。”在他看来，“良
能良知”是人类不虑而知、不学而
能、与生俱来的道德能力。王阳明

“知行合一”命题中的“知”，主要
就是孟子所说的道德“良知”。因
此，“知行合一”学说是王阳明对
孔孟“成圣之道”的继承与发展，
是对道德生活中道德知识与道德实
践关系的新阐释。

一、“知行合一”学说的旨趣

努力修行以成为“圣人”，是
儒家学者的毕生追求和人生最高目
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历代大儒
在继承前人思想、学说的基础上，
根据个人体会，对于“什么是圣
人”以及“怎样成为圣人”等问题
做出切己的回答。“知行合一”学
说是王阳明在百死千难中体悟出的

“成圣”方法和路径，具有鲜明的
学术旨趣。

一是批评朱熹“格物穷理”的
观点。朱熹的 《四书章句集注》 在
元朝被定为科举用书，明代亦将朱
熹思想定为官方意识形态，所以王
阳明一开始是通过研读朱熹思想来
了解、探索“成圣”路径的。对于

“成圣”路径，朱熹的一个重要主
张是“格物穷理”——持续广泛地
接触各类事物并且探究这些事物的
本质规律，经过日积月累的积淀，
再将各类事物的特殊规律融会贯通
上升到把握宇宙的统一原理，就能
够成为圣人。王阳明曾诚恳地按照

“格物穷理”的方法学习、实践程
朱理学。十六岁的某一天，王阳明

突然想到程颐说过的“众物必有表
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这
句话，于是和同伴每天坚持研究竹
子中所含的“至理”，同伴在第三
天劳神成疾，王阳明虽一无所获但
仍然坚持“格竹”，第七天时也劳
思成疾。二十七岁时，王阳明读到
朱熹的 《上宋光宗疏》，其中说：

“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
精，为读书之法。”王阳明认为自
己看书虽博却收获甚少的原因在于
没有做到循序致精，于是他谨遵朱
熹循序渐进的教导，通过读书的途
径再次实践“格物穷理”，结果却
总感觉外在事物之理与“良知”是
两码事不能合一，更无法达到朱熹
所说的豁然贯通境地。这种感觉使
他长期郁郁不乐，造成身体旧疾复
发。对“格物穷理”的实践屡屡以
失败告终，王阳明由此认识到：于
外在事物中探求“成圣之道”并不
可行。

二是“明先圣之学”。在王阳
明看来，朱熹的“格物穷理”学说
不仅不是恰当的“成圣”路径，反
而造成了人们对“如何成圣”问题
的 偏 颇 认 知 。 概 言 之 ，“ 格 物 穷
理”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在将天赋
的道德知识混淆为后天的具体事物
知识；另一方面，先“格物”求
知，再实践所知的主张割裂了知行
关系，导致世人“终身不知”“终
身 不 行 ”。 王 阳 明 提 出 “ 知 行 合
一”的观点，初衷就是扭转或纠正
儒家倡导的“圣贤之学”日渐晦暗
的局面，实现“正人心息邪说，以
求明先圣之学”的目的。

二、“知行合一”学说的内容

明武宗正德四年 （1509 年），
贵州提学副使席书聘请王阳明主讲

贵阳文明书院，王阳明借此机会开
始宣讲他在龙场得悟的“知行合
一”新说。“知行合一”学说的内
容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知行本体。“本体”的意
思是本来的样子，“知行本体”意
指“知”“行”关系的本然面貌。
一般而言，知行既包括认识领域内
对理论知识的求索和实践，也包括
道德生活中对道德原理的觉知和践
履。王阳明所讨论的知行，主要指
后 者 。 因 此 ，“ 知 行 合 一 ” 中 的

“知”，指的是“良知”的照察与觉
知；“行”，指的是“良知”的落实与笃
行。王阳明提出“知行本体”概念，意
在说明“知行合一”是“知”“行”关系
的 本 然 面 貌 。“ 合 一 ” 不 是 说

“知”“行”是同一个东西，而是强
调两者的原初关系是相互包含、相
互渗透的。王阳明说：“如称某人
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
孝 行 弟 。”“ 孝 ” 是 孝 敬 父 母 ；

“弟”实际是“悌”字，指敬爱兄
长。知孝、知悌内含着已经行孝、
行悌；反之，能够行孝、行悌必然
关联着知孝、知悌。所以，“知行合
一”是“知”“行”的本来面貌。

二是“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
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成”。王阳明认为道德知识是道德
实践的明灯、指引，道德实践是道
德知识现实化的必要手段、方式。
道德知识贯穿整个道德实践过程且
是过程的开端，道德实践则是对道
德知识的逐步落实和完成。再进一
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
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
之所以是“行”的主意，原因在于

“良知”具有明觉精察、知是知非
的能力，可使道德践履免予冥行妄
作 ；“ 行 ” 之 所 以 是 “ 知 ” 的 完
成，原因在于真实的道德践履具有

真切、笃实的特点，可使“良知”
的知善知恶免予虚知、空疏。

三是“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
不足谓之知”。道德知识与一般的
理论知识不同：理论知识重在“求
真”，要求符合逻辑推演，能够解释
经验现实；道德知识重在“求善”，要
求不离人伦日常，能够规范现实生
活。理论知识不必然要求实践，道
德知识天然关联着道德实践。所以

“熟知”与“真知”不同——能够
口若悬河地对道德知识大谈特谈只
能算是“熟知”，因为“熟知”可
以停留在口头讲论阶段；“真知”
则要求比口头讲论更进一步，必须
落实在行为之中。因此，我们对某
人道德品质的评价一定以其已有实
际的道德行为为前提，如称某人知
道孝顺、是个孝子，一定基于该人
已做出了实际的孝敬行为，没有实
际 的 孝 敬 行 为 则 不 足 谓 之 “ 知
孝”。更进一步，“真知”除包含

“必能行”外，还对道德活动的动
机提出了真切要求，比如，戏曲演
员在舞台上把为剧中父母端茶倒水
的仪节做得无可挑剔，但这些仪节
不是基于“诚孝”的心理动机，而
是一种出于盈利目的的形式化表
演，所以不能认为戏曲演员真正做
到了孝敬。

总之，“知行合一”命题是王
阳明针对“如何成就圣贤人格”这
一儒家人生根本问题提出的新学
说，它不同于朱熹“格物穷理”向
外求索的用功路径，而是要求回归
孟子的内在心性传统，主张每个人
内在本具的“良知”就是成就圣贤
人格的依据。“良知”是“真知”，

“ 真 知 必 能 行 ”，“ 良 知 ” 决 定 了
“知行合一”而非“知行二分”。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
宁波市王阳明研究院）

“知行合一”学说的旨趣和内容

张天治

“功夫”一词具有多种含义，
“做事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是其
常用含义之一。对儒家学者而言，
成就圣贤人格当然需要投入时间和
精力，因此，儒家学者把自己付出
时间、精力，按照特定方法、路径
追求圣贤人格的活动称为修养功
夫。“知行合一”无疑是王阳明提
出的一种修养功夫，其中的“行”
具有多种表现方式，从而使“知行
合一”功夫表现为若干类型，基于

“知行合一”功夫的类型，又可以
归纳出“知行合一”功夫的特点。

一、“知行合一”功夫的类型

一是“心”“身”合一。为了
方便表述，这里和下文用“心”指
代 “ 良 知 ”，“ 身 ” 指 人 的 身 体 。

“心”“身”合一就是“良知”可以
通过眼、耳、口、鼻、四肢等身体
器官表现出来。王阳明认为身、心
之间关系密切，“无心则无身，无
身则无心”，但相较而言，心更为
根本，因为“身之主宰便是心”。
换言之，“良知”主宰身体活动，
身体则为“良知”的表现提供载
体。比如，内心思绪摇摆者则眼神
飘忽不定，内心苟且者则形貌懒
惰，内心傲慢者则神色骄矜；如果
一个人言语混乱没有条理，可知其

“良知”已被不合理的欲望扰乱。
所以王阳明说：“这视听言动皆是
汝心：汝心之视，发窍于目；汝心
之听，发窍于耳；汝心之言，发窍
于口；汝心之动，发窍于四肢。若
无汝心，便无耳目口鼻。”“良知”
保证了耳、目、口、鼻、四肢合理
功能的实现。

二是“心”“事”合一。这里

的“事”特指古代儒家总结的五种
人伦关系活动。“心”“事”合一就
是“良知”之仁、义、礼、智、信
等道德知识，通过处理君臣、父
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五种人伦
关系表现出来。王阳明认为，要以

“良知”之仁、义、礼、智、信等
道德知识处理不同的人伦关系，父
子、夫妇等人伦关系是客观存在
的、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必须妥当
对待。

三是“心”“政”合一。“政”
主 要 指 政 治 家 对 社 会 进 行 治 理 。

“心”“政”合一指政治家将“良
知”通过政治途径落实到社会治理
当中。王阳明说：“明明德必在于
亲 民 。”“ 明 德 ” 指 的 就 是 “ 良
知”；而“亲民”指的是安民、养
民、教民。对于学而优则仕的士大
夫阶层而言，通过安民、养民、教
民政策为百姓谋幸福，是“良知”
的必然要求。比如，仓廪是古代贮
藏米谷的仓库，功能是赈灾救荒及
平抑物价，属于保障民生的重要基
础设施。但有些官员执政僵化，在
灾害肆虐、饿殍遍野的时候，依然
教条地等待上级的赈贷命令，才敢
开仓放粮。王阳明严厉批评了这种
现象，认为其根源在于官员的不作
为和不负责任。因此，根据实际情
况及时调整政策，从而切实使民生
得 到 保 障 的 政 治 家 ， 才 是 “ 心 ”

“政”合一的忠实践行者。
四是“心”“学”合一。这里

的“学”意指个人的学习和讲学活
动。“心”“学”合一的意思是个人
能够在学习中践行“良知”，又能
在讲学中启发学生的“良知”。王
阳明说：“且如读书时，良知知得
强记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意识
到并及时抑制、清除读书时萌发的
强记、欲速、炫耀、贪多等不良念

头，就是把“良知”落实到学习过
程中的表现。除了自己学习时落实

“良知”的指引，王阳明还通过讲
学启发学生明白成就圣贤人格的关
键就是遵循自己的“良知”生活。

“心”“学”合一表明“进学”是为
了提升自己，而非炫耀于他人，这
正是“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
的区别所在。

二、“知行合一”功夫的特点

“ 知 行 合 一 ” 功 夫 表 现 为
“心”“身”合一、“心”“事”合
一、“心”“政”合一、“心”“学”
合一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使得

“知行合一”功夫呈现出多方面的
特点。

一是知一行多。由上文可知，
“良知”主宰身体活动，“良知”规
范人伦关系，“良知”范导社会治
理，“良知”支配进学过程。王阳
明要求将同一个“良知”实践于不
同领域，表现为多种类型活动，所
以“知行合一”功夫具有知一行多
的特点。

二是知行相适。“知行合一”
是“知”“行”两者动态调适的过
程。一方面，“知”之明觉精察需
在“行”中调适。王阳明曾多次带
兵平治寇乱，其“良知”之“仁”

“智”等道德知识，如何应对这残
忍、血腥的场面？“良知”之仁爱
不是毫无原则的泛爱，而是讲究有
区别的差等之爱。为非作乱之人，
已对其他民众的生活与社会安定产
生不良影响，此时为了大部分人的
合理利益必须尽快妥善处置，能绥
抚则绥抚，不能绥抚则剿除，这是

“良知”之仁爱的合理要求。另一
方面，“行”之真切笃实也需要在

“知”中调适。古人认为为人子者

应该做到冬温、夏凉，也就是冬天
让父母不受寒冷侵扰，夏天让父母
免于暑热之苦。一个真有孝亲之念
的人，必定会想办法实现上述目
标。比如，如果暖炉效果不理想，
孝亲之念会促使他去做新棉衣、棉
被。这就是“行”在“知”的驱动
下不断做出调适。因此，“知行合
一”是“知”“行”在相互作用中
逐渐调适的过程。

三是知行无穷。从时间角度
看，“知行合一”功夫贯穿生命的
整个过程。“孩提之童，无不知爱
其亲”，咿呀学语的小孩见到父母
立刻张开双臂求抱，就是“良知”
亲爱父母的表现。“孩提之童”说
的是生命的起始，“曾子易箦”表
现的则是生命的终结。曾子在弥
留之际，从童子的口中得知身下
铺的是大夫才能用的席子，而自
己的官职并非大夫，用这种床席明
显违反了“礼制”，于是坚决要求儿
子为他更换床席，床席刚换好，曾
子 就 去 世 了 。“ 靡 不 有 初 ，鲜 克 有
终”，曾子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然
坚持遵从“良知”的指引。从空间角
度看，一个人的家庭生活、学校生
活以及社会生活都要依照“良知”
进行。因此，“知行合一”功夫的范
围 非 常 广 泛 ，涉 及 生 活 的 方 方 面
面。从功夫层次的角度看，王阳明
认为“知行合一”功夫从低到高可
分为“困知勉行”“学知利行”“生知
安行”三个层次。简单地说，“困知
勉行”是勉强依循“良知”生活；“学
知 利 行 ”是 敏 锐 地依循“良知”生
活；“生知安行”则是快乐地依循“良
知”生活。由“困知勉行”升进到“生
知安行”，需要大量的功夫积累和大
量的时间、精力投入。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院文
化与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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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知行合一”是阳明心学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对中国思想史上知行观的继承

和发展。“知”即道德良知，“行”即道德实践，王阳明强调“知”最后要落实到实践
中去。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到“知行合一”，强调“道不可坐论，德不能
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功夫”“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
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
如何认识把握“知行合一”学说的内在理路，让五百多年前的哲思焕发出新的生
命力？它又能为我们的当下生活提供怎样的启示和智慧？本期“阳明文化”专栏
组织3位专家，对此作了深入探讨。

王阳明《传习录》

王阳明故居专题展览王阳明故居专题展览


